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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主体与本体探究

 “观夫翻译之功，诚远大矣……”
 译之功德无量。人类自有了语言就开始了翻译活动，汉字“翻译”二字并用始于公元384年（前秦建元二十年）
，即佛经翻译肇始之时。此前，将进行口译的传译之人称为“寄”、“象”、“狄”、“译”。西方翻译也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伴随着人类最初对宗教经典和文学诗歌的翻译认知，对翻译的研究从未止步。在18世纪前后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分立之前，翻译研究早已起步。换言之，翻译研究历史之久是任何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译学是一个古老而现实的人文学科。著名翻译学家美籍学者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1972年完成《翻译学的名称和性质》一文，其中第一次将翻译称为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当年在加拿大举行的语言学研讨会上，布赖恩˙哈里斯（Brian Harris）首次提出使用“翻译学”的概念。到了九十年代，“翻译学”作为学科的名称逐渐为各学派学者所接受，在欧美各国流行起来。目前翻译学界主要使用“翻译学”简称译学 或“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 translation study）”的学术名称。
翻译学科虽已确立，但迄今尚未形成明晰的学科理论范畴体系，译学学科的发展依然处于人云亦云的阶段。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影响下，西方译学趋向多元文化系统的研究方向，译学超越了语言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方法论的传统格局，正在形成一种跨学科、多元互补的文化学研究范式。然而在翻译研究领域被无限拓宽的同时，也伴随着译学学科“解构”的危机。为此，本文出入百家寻觅良方，以为译学强身健体，尝试以本体论的哲学视野上下求索译之为学之理。
1、 译学渊源

詹姆斯•霍姆斯在论文《翻译学的名称和性质》中，论述了翻译学的性质、范围和结构。图里（Toury）在1995年出版的《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
 一书中，将霍姆斯的译学构想以表格的形式描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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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姆斯将翻译学的研究分为描述、理论、应用三个分支，确定了翻译学的范围与方向：（1）描述我们身处的世界上出现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成果这类现象；（2）定立普遍原则以解释和预测上述现象。他还强调，以上各项翻译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是辨证互动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为它方提供素材资料，并相互利用研究成果。他的学说使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此后活跃在译坛上的翻译学派主要有语言学派、文学译介学学派和文化学派。

（一）语言学派与翻译学
西方自《圣经》翻译伊始，伴随着翻译标准与原则的探讨，形成了语言学与和文艺学两条翻译研究传统路线。被奉为西方翻译史上语言学派的鼻祖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是一位基督教神学家、修辞学教授。文艺学派的代表是翻译家圣•哲罗姆（St.Jerome,347?~420）。

由古代奥古斯丁发展而来的语言学翻译学派，到了20世纪，将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技巧，沿着结构语言学的翻译路线发展起来。翻译旨在产生与原文对等的译文，翻译技巧在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语义的对等，实现两种文字的转换，达到传达原语信息的翻译目的。哲罗姆学派经由泰伦斯等文学艺术学派，发展出现代文艺翻译路线。该学派关注如何进行文学文本的翻译，以完成理想的文学交流，注重讨论直译、意译、活译的利弊及翻译效果及再创作的意义，特别注重译文风格与文学性的翻译。

著名美国翻译学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将20世纪的西方翻译理论归纳为四大流派：语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交际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其中语文学理论关注如何翻译经典文献和文学作品，其余三大流派均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去阐释翻译中的各种语言转换现象。

前苏联语言学派代表学者巴尔胡达罗夫（L.Barkhudarov）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话语的动态过程，翻译的研究对象就是语际转换的过程，翻译理论的任务是对这一过程进行科学的描述并把它模式化，用以反映翻译的规律，分析同一话语的意义在原语与译语中表达方法上的异同，找出差异之处的典型处理方法。他认为这一任务其实质属于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当代语言学翻译家对翻译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翻译的确需要倚重语言分析，但仅此还不够，还要了解社会行为模式、认知方式、价值观念、信仰态度对翻译的影响。他们感到仅仅从两种语言结构差异上分析翻译的方法已经“过于狭隘”，仅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已经力不从心，翻译不仅仅是对比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翻译“目的论”创始人汉斯•弗米尔（Hans•Vermeer）说：“纯粹的语言学帮不了我们的忙。这是因为，第一，翻译不仅仅是，甚至不是语言转换过程；第二，语言学研究的问题还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在其它领域去找出路。”
 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者多主张语言对换的等值论或等效论标准，但是这种标准不能够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奈达也感叹：“翻译远远超出了语言的异同”。
 
（二） 文学学派与翻译学

文学学者认为翻译属于译介学的研究范畴。比较文学诞生于上世纪末，比较文学将翻译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兴起于本世纪30年代的译介学被认为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分支。译介学将翻译文学放在不同民族或社会背景下，审视两个民族如何进行文学交流和传播，译介学不关心译品的翻译水平、翻译过程和翻译手段。翻译研究则注重语言的转换过程和与之相关的问题，既便是文学翻译作品，也重理解、研读，解码、编码过程，然后关注从语言的表层结构至深层结构意义上的转换方法。译介学只关心两种文学作品转换之后的文化交流，或相互理解交融，或相互误解排斥，由此导致的文化理解的扭曲变形，不关注这些现象在翻译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翻译学者研究翻译的过程及其方法原则，关注译作、译者和译为的形成过程；译介学学者把翻译行为的结果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接受，并在这基础之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分析文学信息的增添、失落、变形等现象。
    文学翻译的理论探索正是翻译研究中文学艺术研究学派的学术重点，她们探讨文学翻译的方法、文学翻译的标准、文学翻译的分类、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并对文学译本和译者、对文学翻译史、文学交流史进行研究。“近年来，翻译在比较文学界乃至在整个人文科学界的地位越来越高。有人甚至提出要重新调整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认为今后翻译文学不再是比较文学的分支，相反，比较文学倒应该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因为翻译研究做为一门跨文化研究学科，它的涵盖面比比较文学宽泛得多”。

九十年代初期，英国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研究家苏珊(巴斯奈特（Bassnett,Susan）的专著《比较文学》第七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中提到：原本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的翻译研究，从七十年代末以来，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了，“当人们对比较文学是否可视作一门独立学科继续争论不休之际，翻译研究却断然宣称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这个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势头和活力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作者进一步提出“现在是到了重新审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了，” 因为“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目。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它的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

（三）文化学派与翻译学

无论是语言学派还是文学学派的翻译研究，都未能涉及到各种社会因素对文本与作者的影响问题，为了拓宽翻译的研究的更大范围，翻译的第三条路线应运而生，文化学派掀起了文化翻译研究的新浪潮。20世纪70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Ltama Even Zohar) 首先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将文学翻译的文本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研究。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是否占主要位置，取决于该社会文化系统中其它文学系统的状态。“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就在参与创造译入语文学中的新的、一级模式的过程。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单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相反，译者即使要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也在所不惜。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adeqeacy’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
 有些学者指出佐哈尔在翻译充分性问题上片面考虑了制约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Lefevere)也从社会文化对翻译产生影响的角度，提出了赞助机制、意识形态、诗学观影响翻译理论。他说：“在翻译中，翻译者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制约，他除了必须考虑原作者意图、源文本语境等一切与源文本相关的特征外，更主要的是并必须考虑翻译目的、目标文本功用、读者期望和反应、委托者和赞助者要求、作品出版发行机构审核等一系列与目标或接受文化相关的因素。”
勒非弗尔更加具体地提出了社会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因素。多元系统论有效地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从源文本与译文本涉及到文本以外的因素。西方翻译学者开始使用描述、解释、诠释、预测的研究方法，从翻译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整体审视翻译现象，试图以多学科的研究范式达到翻译研究的文化整合目的。近30年来，翻译的文化学派发展为西方译界主流，研究者开始关注文化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谢莉( 西蒙(Sherry Simon)指出：“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术语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他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它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

二、翻译主体

如前所述翻译研究的发展可知，无论是语言学派，还是文学译介学派亦或多元文化学派，对翻译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翻译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说翻译是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也不为过。笔者认为研究翻译应从主体理论入手，观察这一现象的主要特征。翻译涉及多重主体与客体，由此产生出多质性、悖论性、关联性的本质特征。
（一） 翻译主体与客体  

翻译的过程会涉及原文、译文及原文作者、译者、读者等多种因素，孰为主孰为次？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围绕这一问题，翻译研究理论有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译者中心论，译本中心论等多种范式，并由此产生出多套理论，学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为了澄清这一基本问题，首先须分辨翻译的主体与客体，以下示意图表显示了翻译的多层主客关系。
表1

翻译作者、译者与读者关系示意图
	A 源文本作者 (←←←→→→  B译本作者（译者）
A 源文本作者  ←←←→→→( A源文本读者
B译本作者（译者）←←←→→→( C译本读者
B 译本作者（译者）←←←→→→( A源文本作者
←←←→→→( C译本读者（目标语文本读者）


表2

翻译的多层主客体关系示意图

	主客定位
	主客关系

	主体+客体

主体+客体

主体+客体(（主体+客体）

主体+客体(（主体+客体）
	作者与原语文本

译者与目标语文本

译者与作者与原语文本

译者与读者与目标语文本


翻译首先是两种以上语言的转换过程，涉及A语言与B语言，即原语与目标语言，原语文本与目标与文本。在翻译活动中，仰仗译者，两种语言要素之间得以交流，译者无疑处于中心枢纽地位，发挥着最主动最积极的作用。译者之前有作者，之后有读者。对于源文来说，译者是读者，对于译文来讲，他又是作者，身兼双重身份。对于原文本来说，作者无疑是主体，而对于译者来讲，原文作者又是客体，也是两面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面对的客体是三元复合结构：文本、作者、读者。如此，形成翻译的主体与客体交叉共存的状况。
在各种主客关系之中，中西传统译论都强调原文第一与“忠实”“对等“的原则，译者与译作的地位绝不可超越原作和元作者。而文化多元系统学派则强调翻译的外部因素在翻译中发挥主要作用，认为译者与原作是“操纵”关系，翻译策略应从翻译目的出发可以叛逆超越。这便在翻译原则上发生了分歧。其实这也是译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命题之一：译本与原文本孰高孰低？译者与原作者谁为主仆？译者对原文本进行翻译是采取“忠实”还是“操纵”态度，译者有多大的叛逆自由度？为此，译界喋喋不休地议论翻译策略方法，诸如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科学观与艺术观、对等与不对等等，却都表现出二律背反，译者总是处于两难境地，摇摆不定，莫衷一是。充分显示出上图所示的复杂的翻译主客关系给翻译带来了悖论性和多质性特征。在翻译中，译者等皆可成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后，翻译所涉及的所有主体都可以成为翻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

（二）翻译主体与间主体

如果将“翻译”解释为一种翻译活动的话, 那么译者是这场活动中的唯一行动者，即翻译主体。但是如果将翻译活动看作是一个过程的话，在这个过程之中所涉及到的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都可以成为翻译主体。那么，翻译主体是单一主体，还是各成一体，亦或三位一体？ 

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西方笔译活动起源于“圣经”翻译，东方的笔译肇始于“佛教经典”翻译。在翻译的时候，大部分翻译家抱着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顶礼膜拜的态度，坚持“虔诚”、“忠实”，“求信”的翻译原则。他们要么以原文本为中心，强调翻译是复制原文的语言；要么以原作者中心，强调译者必须和原作者心灵相通，鲜有顾及译者和读者地位的。20世纪50年代，尤金·奈达明确指出翻译的成功应以读者的反映为衡量的标准。此后学界开始关注翻译活动的诸多要素，如作者、源文、译者、译文、读者等，开始探讨翻译活动的主体及翻译主体性研究的范围与空间，提出了翻译应该兼顾读者和作者的期望，译者应根据作者在原文本中对期待对象的态度决定译文的行文体式、语言风格、及审美选择。由此论及翻译的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的问题。

所谓翻译的主体性指翻译主体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认为，人的主体性包括主观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是行为主体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特性。
 马克思还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主体间的交往为中介，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还表现在“劳动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中。即意味，人的主体性还包括不同的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变革某一客体而进行的相互交往的特性。这种主体和主体之间的交往特性，就是所谓的“主体间性”或“主体际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体性表现为各自为主，主体间性表现为各为其主或互为其主，交互主体或互为主客体、主体之间或主客之间的交互关系。翻译活动有赖于这种彼此关联的交往关系，关联交往使翻译得以成形，关联性亦是翻译的本质特征之一。
在理解、阐释与再创作的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都有着相对独立但又相互作用的地位，形成一个各种因素起着相互制约作用的活动场。在这个活动场中，从传统的原作者独自和无限度的读者阐释，走向了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积极对话，而译者处于这个活动场最中心的位置，相对于作者主体、读者主体，译者主体起着最积极的作用。当我们定义翻译主体性的时候，显然要考虑作者和读者的主体作用，但居于中心地位的则是译者这个主体。”
无疑译者是翻译的第一主体， 其次作者主体、译者主体、读者主体都可以成立，翻译通过三者交流互动，实现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的共生性、平等性，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和二元对立的逻辑方法。认识翻译多元主体结构，翻译活动有赖于主体之间彼此交往，翻译研究只有努力揭示作者、文本、译者、译本、读者等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才能使翻译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关系,以实现翻译的桥梁与媒介文化交流使命。
3、 译学归途

中国译论研究重点在于翻译研究而非翻译学研究，所厘定的翻译标准原则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形似、意似、神似”；罗新璋归纳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许渊冲的“意美、音美、形美”三美齐备说等，皆是“如何翻译？”的问题。译论多停留在翻译的表面“现象”上徘徊不前，尚未关注到翻译的本质、翻译研究的源头、翻译的价值及翻译行为的终极意义等深层次的根本问题。一如既往，翻译研究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发展成为具有系统理论体系的参天大树。

译学研究的天然特征具备比较性，因此前文叙述的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是译学研究浑然天成的穷理基础。但仅仅如此，在理论寻释及范式建构上还显不足，“君子之道费而隐”，更深更高层次的译论有待本体论的哲学方法介入。

（一） 译即易也

对“译”的最佳释义莫过于《周礼》所记，其次便是《翻译名义集》所言。《周礼》第一章《秋官》序言曰：“北方曰译者，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又宋朝的法云撰《翻译名义集》云：“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译所无”。

一言以蔽之，译即易也。“易”有变易、平易、简易之义,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意义转换，符际翻译及理解与创作都是一个动态变易过程。译学便是在变易中寻求平易，达到简易。翻译研究的目的是寻觅翻译活动最普遍的规律，传承人类最精华的文化瑰宝，抛弃糟粕和一切不必要的负担，一切从简。对于翻译这一本质的认识，迄今学者仍未达成共识。翻译存在的本源，翻译所具有的本质属性，译之所以为译，即本体的是之所以为是等基本问题，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方法去认识它。而众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拓宽翻译学科的研究范围，以求研究出路。殊不知学术的根本不在范围的宽窄，而在于对本质问题的深度求解。求解之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翻译之所以成为翻译、翻译的制约因素、决定译与非译的因素等均可在文本本身，即翻译文本和成就文本的变易过程中求证。
译文本来自源语文本，之所以译本产生变化，是因为翻译的主体-----人作为存在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跨文化的仿而效之，使异文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再生，译本中体现着翻译主体的文化创造力。译者进行艰苦的翻译创造活动，译者“之所以要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保持平衡，其原因就在于翻译的根本使命：文化交流和借鉴。……翻译是一个辩证的存在，它在‘将文本拉近读者’和将‘读者拉近文本’之间摇摆。但是总的趋势是：如果读者能够接受，如果语言资源条件许可，应力求‘将读者拉近文本’，也就是译文应尽力向原文趋同。”
 翻译的根本目的是展示源语文化，然后是建设译语文化，这是由翻译的趋同性质所决定的。趋同使交际达到最佳效果，最大程度的趋同蕴含着“过”与“不及”的两种可能性。宋朝大儒程伊川先生解释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意思是说不偏于一边的叫做中，永远不变的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翻译活动展示出翻译主客的辩证，主客常常处于“过”与”不及”之间摇摆不定，此时能够调解二者关系的不是西方的二元对立，正是东方的中庸之道。

德国哲学家佛兰克（James Franck）在《什么是新解构主义》一书中说：“每一种意义，每一种世界图像，都处在流动与变异之中，既不能逃脱差异的游戏，也无法抗拒时间的汰变。绝没有一种自在的、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对世界和存在的解释。”
 也就是说译即易，“易”传“异”，翻译是在变易之中求不易之理，以确保翻译自身的交易使命。
（二）以文为化

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文化转向，辅以多学科的交叉穿合，表现在翻译学研究领域，有利的一面是学者们力图“透过现象看本质”，重“译理”而轻“译技”；不利的一面是过于拓宽学科范围，费而非隐。 成宗英认为:“在中国哲学中，本体与现象，本质与过程，实乃真实之两方面，这两方面绝不可分开。故孔子在言‘逝者如斯夫’的现象时，已透露出本体意识。但本体与现象之差别仍有以下数项：（1）本体是实质实在，现象则是本体之显露；（2）本体是不变之体，现象则是变化之用；（3）本体是表达终极性的主词，现象则是表达指述性的术词。基于这三点，本体与现象之别，乃隐与显之别，体与用之别，主词与述词之别即实体与属性之别。”
 从本体视野观察翻译现象，可以发现以下研究的切入点：

（1） 翻译与文本存在的关系。翻译之所以为翻译，判定翻译本身作为一种存在的首先是双文本，即由A语言文本与B语言文本共同构成了翻译。翻译研究的客观对象是源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二者的转换及辩证。

（2） 翻译与人存在的关系。 翻译活动是由人来完成的，译者是翻译活动的第一主体，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为间主体关系。

（3） 翻译文本的存在与人的存在关系。文本的物化是译者以文为化、以文见化的人化过程，译本的存在体现了译者的文化创造力。以文为化的文化交流意义正是翻译的意义与终极价值所在。
《说文解字》‘言’部云：“译，传四夷之语者。从言‘睪’声。”《说文解字》‘口’部云：“‘囮’，译也。从‘口’，‘化’声。”学者认为‘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说明古时“译”与“化”有缘。
                        文化  -------  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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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即人化，世界文明都是由人创造发明的。米勒利尔（F.Muller Lyer）在《社会进化史》中说：“文化的原动力，显然在人的自身。”离开人，就没有文化的存在。“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文化传播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类’。”
在21世纪全球化的传媒时代，翻译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方法。通过翻译传播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跨文化的翻译传播已经影响到人类生活和人类思维与行动的方方面面。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是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让人类相互理解，让世界充满和平，跨文化传播十分的重要。中庸曰：“……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翻译能够使文化艺术跨越语言、时代、民族的界限之后继续保持其原有的艺术价值魅力，与人类共享，进而不断提升人类的文明程度。
结论

本文看待翻译现象，首先从翻译的语言学派、文学文艺学派和文化学派的角度对翻译学科的成立及翻译研究的学派发展做了简述，之后为拟补不足，着眼翻译研究的根本问题，即翻译现象存在的本质与翻译学之所以为学的道理，从翻译主体论与本体论的视野尝试分析翻译问题，揭去表面现象覆盖的面纱，用哲学的眼光看清翻译的真面目。
翻译学作为人文学科最古老的一门学问，在吸收了语言学和文学的方法论基础上，发展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具有人文学科的典型特质，可以贯通人文学的传统学科并能自成理论体系。翻译研究的角度、范畴、方法、重点、目的都与对比语言学和比较文学不完全相同，由于翻译学范畴的广泛性和跨学科特性，所以不能囿于对比语言学或者比较文学的学术框架而发展。但文化多元系统的研究范式脱离了翻译本位范畴而有失偏颇，也未能支撑起翻译理论体系的建构。“中西传统译学都停留在翻译这一‘形而下’的操作范畴，没有触及翻译‘形而上之’的本体范畴”。
  翻译学研究应是这门学科体系的研究，而既往的研究多囿于翻译的操作方法，未能在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范畴化的理论体系。大道至简，鄙意以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译可译，非常译。只有借助哲学的理论资源，方可叩开翻译本体论与认识论及方法论的大门。

英国学者乔治(斯坦纳（Geoge Steiner）说： “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认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
 不管我们是否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所追求的学术理论深度就在于，人类究竟使用怎样的方法诠释文化并继承文明。在21世纪学术背景的巨大变化中，翻译范围的扩大，翻译形式的多样，翻译数量的增加，翻译市场的拓宽，翻译人才的急需，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多样文化的交流和融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迅速，这就给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 “译即易！”，“一切皆流，一切皆变！”译道在流变之中均衡 ，肯定、否定、批评、褒扬、提升、直到达到一个合理的境地。译学的目标是构建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体系，足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存在于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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